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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競賽選手的合作態度、知識
分享與持續分享意願之關係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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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值國際教育發展趨勢及國內進行108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之興革，其重視學生探究與實作、
培養主動探索與團隊合作之際，經由競賽活動最能激勵團隊探究，而在團隊探究中成員的成功與有效

的知識分享，可以直接促進知識的創造，進而幫助團體維持競爭優勢。以科學競賽而言，知識分享是

可提升學習者科學探究與實踐能力。然而，在科學競賽中對於學習者的知識分享行為相關研究之比例

相對較少，故本研究特基於 Kahneman（2003）的思考雙重歷程理論（自動回饋及反思回饋兩個歷程）
的基礎下，建構一個三種不同推理類型（快速回饋、認知反思、情感反思）的知識分享行為，以特質

活化理論來探討在科學競賽中參與者合作態度的特質、知識分享與持續分享意願之關係。本研究屬於

一項驗證性研究，以立意抽樣方式，邀請所有參與 2018年點子科學競賽參賽者進行問卷填寫，並刪
除無效樣本及填答不完整的數據資料。本研究共收集 169份有效問卷，有效回收率為 77.2%，其中男
性計有 102人（60.4%），女性計有 67人（39.6%），平均年齡為 12.189歲（標準差為 1.554歲）。
本研究採驗證性分析 ，數據資料經由研究工具的信度與效度及整體適配度檢驗後。最後以結構方程模
型方法進行路徑分析。研究結果顯示，合作態度與三種類型的知識分享（快速回饋、認知反思、情感

反思）呈現正相關；但僅有認知反思與持續分享意願呈現正相關，而快速回饋與持續分享意願呈現無

相關，且情感反思與持續分享意願呈現負相關。同時本研究更進一步，應用四個理論來解釋分析結果，

分別從期望價值理論解析，快速回饋的知識分享類型與持續分享意願呈現無相關之因素；從思考雙重

歷程理論、特質活化理論及社會動機理論，說明認知反思與持續分享意願呈現正相關之因素；從焦慮

不確定感管理理論及社會相互依賴理論探討，情感反思與持續分享意願呈現負相關的因素。而本研究

貢獻在於理解知識分享的型態與持續意願，將有助於科學競賽中團隊探究中轉化情感反思及快速回饋

為認知反思的知識分享型態，增進持續分享意願；進而提升競爭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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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養學生的科學探究能力長期以來一直是科學課程的重要目標（Lim & Kim, 2014），十二年
國教中的核心素養即強調應提供學生探究學習、問題解決的機會（符碧真，2018；盧秀琴、馬士
茵，2019），而基於探究的教與學被認為是培養學生 STEAM（science, technology, engineering, arts, 
mathematics）能力的有效方法（Sergis et al., 2019）。而伴隨 STEAM教育在全球如火如荼的推動
之下，許多基於 STEAM的科學競賽因應而生。如由臺北市政府教育局主辦點子科學競賽即是一項
結合 STEAM及探究與實作的競賽活動，本次研究的範圍為 2018年度的競賽。2018 年度臺北市政
府教育局以「向科學經典致敬」為競賽主軸，透過體驗科學經典歷程，以落實十二年國民基本教
育課程綱要之科學素養精神及做中學教育的理念，並讓參與者在團隊合作中發揮溝通能力，解決
生活情境問題。期藉由點子科學競賽活動中能夠體現合作（collaboration）、批判性思考（critical 
thinking）、複雜問題解決（complex problem solving）、溝通（communication）、創造力（creativity）
等 5C能力，同時厚植科學素養，以落實 STEAM教育基礎（臺北市國民教育輔導團，2018a）。
點子科學競賽的特點可從 Leont’ev（1981）的活動架構來解釋：活動具有潛在的社會互助動機

（如，以 4至 6人為一組，在 7個小時內共同合作完成參賽作品）；是具有目標及操作的行動（如，
參賽作品的素材在競賽當日現場抽籤決定），並以其條件為特徵 （如，作品須是一項解決生活問
題的工具或是呈現科學經典）。因此，在點子科學競賽的專題製作歷程之第一階段，是問題發現與
解決，這是指個人能別現有問題，及產生多個可行的解決方案（Li & Liu, 2018）。在專題製作第二
階段是比對、探索過去問題解決的方式，再從不同的角度尋找不同的想法和新的做事方式（Hong et 
al., 2016）。第三階段是想法產生與改進作品，這是指產生有用的想法或解決問題的方法（Chase & 
Abrahamson, 2018）。Tsai等人（2015）表示，在專題製作之歷程中收集多元化的相關知識不僅可
以幫助學生進行創新思維，而且還可提供機會來發現各種觀點，進而為專題製作提供多種選擇。研
究指出，發現和提出新想法並不斷改進，更有可能使學生的工作更有效率（Henker et al., 2015）。
亦有研究提出相似論點，其指出能夠發現任務中的重要問題，透過持續知識分享，並以多種可能的
改進方式對問題進行系統化分析的學生，將保持與其他團隊的競爭優勢（Hong et al., in press）。
特質活化理論（trait activation theory, TAT）（Tett & Burnett, 2003）強調，情境與任何特定特質

的相關性各不相同，因此特質差異對不同行為的影響程度亦有所不同（Tett & Guterman, 2000）。
Tett 與 Burnett（2003）將此理論應用於工作環境中的特質與工作表現關係，這種情況可以透過活化
參與者的特質來發揮作用。在專題製作，首先工作要規範團隊中的任務和職責，也即如何分工合作
對完成團隊目標有正向意義。由此可推論在此競賽情境中，活化合作態度才能提升參與者的知識分
享意向，進而發現和提出新想法並不斷改進，幫助團隊贏得比賽。另外，活化合作態度引起的知識
分享和會受到個人的思考特質相關。從活動競爭性而言，某些知識分享可能受個人思考特質與問題
決的效果而影響動機。基於知識分享又對團隊合作在點子科學競賽至關重要，但於科學競賽中團隊
知識分享行為的相關研究仍較少被關注，故本研究依特質–活動理論探討參與點子科學競賽的學生， 
他們的合作態度和其知識分享的型態與持續在團隊專題製作分享知識的相關。

一、合作態度

態度被定義為個人對所討論某種行為表現時有利或不利評價的程度（Ajzen, 1991），亦是針對
一個主題（目標）、對象、個體，亦或是一個抽象的想法（Albarracin & Shavitt, 2018），更是指個
體對某事物的評價。換句話說，是人們將對象視為好或壞，正面或負面的程度（Tormala & Rucker, 
2018），從一個人的態度可以預測他或她的相關行為以及處理資訊的方式（Cunningham & Luttrell, 
2015）。因此，態度在我們的日常決策中扮演著至關重要的作用（Gwinn & Krajbich, 2020）。
態度也反映出個體對於某一人、事或物的整體評價性觀念判斷，意味著態度是個體對於不同類

型問題、對象或人們的評價資訊有著不同的觀點（Haddock & Maio, 2019），而合作態度（cooperative 
attitude）被認為有助於確保多位成員之間專注於相同或非常相似事物的程度（Hall et al., 2012），
以利使學生知道當團隊有賴共同完成的任務時，成員們需要互相鼓勵以達到目標，合作態度將會自
然地激發團隊成員的主動積極性（Er & Ataç, 2014）。而在本研究中，合作態度是指參與者是否想
與團隊成員共同努力完成動手做點子科學競賽中指定科學題材的想法，故合作態度在採當天團隊製
作的點子科學的活動中，應有其重要影響力。因而，在點子科學競賽的專題製作中，能瞭解競賽參



科學參賽選手的合作態度 439

與者的合作態度之程度。

二、知識分享

知識分享被定義為使組織內的其他人可以獲得知識的行為（Ipe, 2003）或是與同伴之間相互提
供有價值的資訊或想法的行為（Chang et al., 2018），而本研究藉由 Kahneman所提思考雙重歷程理
論（dual process theory, DPT; Kahneman, 2003）的概念來延伸至不同知識分享類型，思考雙重歷程
理論（Kahneman, 2003）係指，人類的推理思維可以區分為二種類型的歷程，類型一的思維定義為
立即回應之歷程，意為「快速回饋」，而類型二的思維則允許進行分析，意為「反思回饋」（Evans 
& Stanovich, 2013）。而 Hong等人（2004）將知識分享的類型分為三種，快速回饋、認知反思以及
情感反思，其中，快速回饋及認知反思可對應用於快思慢想的概念。Hong等人將快速回饋是指當
個體想到某些點子要進行分享時，會不經任何思考就直接講出來；認知反思：當個體想到某些想法
要進行分享時，會先在腦中思考「合理性」後再講出來；這種知識分享也是一種解釋性對話，如提
出原因、理由、支持或反對接受某些解釋，以及概念、術語的定義（Doury, 2019）。情感反思：當
個體想到什麼想法時，會先思考一下講出來會不會被他人取笑或否定後再講出來。這種知識分享也
是產生表面性對話，表現性是指評估對話情境而調整論點的知識分享（Baker, in press）。
相關研究指出，知識分享對於在團體中獲得競爭優勢係至關重要，因知識可以激勵團體推出新

的創新產品及服務，以維持市場上的競爭優勢（Oyemomi et al., 2019）。同時，過去研究亦指出，
若個人能有效地掌握分享想法之影響因素，將有助於啟發或形成知識分享價值，並且能強化分享與
分享意願之間的關係（Brown, 2013）。競賽是作為面對挑戰的方法，可促使參與者將不同能力資源
及知識進行彙整應用（Foray et al., 2012）。另外，競賽任務需要匯聚來自不同學科的專業知識，所
以經由理性思考之知識分享可以為參賽者帶來學習（Pellegrino & Musy, 2017）。而點子科學競賽的
活動是由參賽團隊當天現場製作，製作過程中，將會發現有很多問題與亟待解決的事，而問題發現
與解決需要團隊成員知識或知識分享。因此，本研究以知識分享，探討參與者在點子科學競賽活動
中與夥伴知識分享感知。

三、持續分享知識的意願

理性行為理論（theory of reasoned action, TRA）及計畫行為理論（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 
TPB）已有許多研究人員用來解釋知識分享行為（Jolaee et al., 2014），此二個理論皆包含「意
願」這個重要變項，而意願被用來作為是否願意繼續進行某一特定行為的感知（Ajzen & Fishbein, 
1980）。Ajzen與 Fishbein（1980）提出行為意願是一個人從事某種特定行為的可能性，而持續性
是指採用行為後仍享繼續維持的想法（Chang, 2013），持續意願則是指個體執行特定行為的意願高
低程度（Amoroso & Lim, 2017）。在知識分享文獻中，持續分享意願是指個人重複分享知識的行為
（Hashim & Tan, 2015）。而點子科學的作品製作需要不斷的改善，也將有很多問題不斷的被發現
與需要解決，故需要團隊成員不斷的進行知識分享。基此，本研究探討競賽參與者在此次點子科學
競賽後在類似比賽的持續分享意願之程度。

方法

一、研究模式與假設

社會群體中個人與他人互動將成為反覆出現的來適應外在挑戰，這種社會互動將影響人們知
識分享的動機（Neel et al., 2016）。社會知識分享的基本動機反映在事件的不同看法，這些不同
看法需要調節，而產生新的想法，新的想法在團隊競賽中問題發現及解決至為重要性（Jonason & 
Zeigler-Hill, 2018）。社會知識分享最常見於情感模式，在認知模式則較少發生（Rimé, 2009）。但
是，我們仍不應該假設每個人都有相同的動機或態度，因人們的思維系統在選擇或適應解決任務的
方式，或知識分享的性質方面存在個體差異（Stroh, 2015）。因此，在基於特質活化理論和社會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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享動機理論，本研究以合作學習態度做為自變項，知識分享做為中介變項與持續分享意願為依變項，
建構出一個態度 -行為 -意願的研究模式，如圖 1所示。

圖 1　研究模式

（一）合作態度與知識分享之關係
知識被視為競爭優勢的主要來源（Salim et al., 2011），一般而言，在合作學習期間，學生會透

過有系統、組織化的去整理知識及分享知識，並向同儕學習優點（Shimazoe & Aldrich, 2010）。另外，
Lin（2007）也表明，成員若擁有幫助同儕的意念，將會極大地影響他們對知識分享的行為和意願。
因此，基於團隊合作的態度，將有助於學習者提升團隊溝通、團隊合作及解決問題的能力（Willard 
& Duffrin, 2003）。故當參與者有良好的合作態度時，可能願意在團隊合作時進行良好的知識分享
（Cummings, 2004）。有部分學者發現團隊成員若擁有良好的態度，將會正向影響知識分享行為（例
如，Alsharo et al., 2017; Llopis & Foss, 2016; Mueller, 2014）。此外，亦有相關研究指出，參賽者的
合作態度會影響不同類型的知識分享行為（例如，De Paoli & Ropo, 2015; O’Neill et al., 2014）。也
即良好的合作與合作文化被認為是個人及團體間知識分享的重要先決條件；若沒有良好的合作態
度，將無法帶來良性的知識分享行為（Goh, 2002）。另外，知識共享主要是由社會動機所驅動，
社會動機可預測個體與其他團隊成員知識共享的意願的因素包括：互惠期望、降低共享成本、回應
他人期望（即支持或被嘲笑）、分享價值（想法被理解）（Asterhan & Bouton, 2017; Wang & Noe, 
2010）。因此，本研究將結合雙重歷程理論中二種類型的知識共享（合理性和情感反應），在透過
社會動機歸納出三種類型的知識共享，分快速回饋、認知反思及情感反思；在具有挑戰性科學競賽
中合作態度與知識分享之間的關係假設如下：

H1：合作態度與快速回饋具有顯著正相關。
H2：合作態度與認知反思具有顯著正相關。
H3：合作態度與情感反思具有顯著正相關。

（二）知識分享與持續分享意願之關係
行為心理學的理論可以分為二類：1.變項對過去的工作方式進行解釋，或變量對未來的工作方

式進行預測；2. TPB是一種具可預測性的行為理論，它決定個人的期望行為，及其在未來活動中的
行為意願（Fishbein & Ajzen, 1977）。根據 TPB的觀點，意願可以被認為是行為的最可靠的預測指
標之一（Fishbein & Ajzen, 1975; Scuotto et al., 2020）。Scuotto等人（2020）指出在知識共享前提條
件的影響下，知識共享型態可驅動知識共享意願 。另外，相關研究指出，當組織成員發現知識分享
對他們所屬的組織團隊非常重要且有所助益時，他們將持續性地進行知識分享（Tamjidyamcholo et 
al., 2013）。另有研究證實，當參與者發現自己有概念合理的內容分享，較能夠為組織內其他成員
提供貢獻時，持續分享知識的意願將會隨之提高（Cheung et al., 2013）。因此，本研究透過合作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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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子科學創新的行為，探索不同類型的知識共享與持續知識共享意願之間的相關性。
另 外， 由 焦 慮 不 確 定 感 管 理 理 論（axiety-uncertainty management theory, A-UM theory）

（Gudykunst, 1988）的觀點來看，焦慮與不確定別人的反映，會影響個體的進行人際或群體的交
流行為。換句話說，如果學習者無法準確預測同儕的態度與行為，他們將無法有效地分享知識
（Presbitero & Attar, 2018），例如，個體因害羞分享知識的情形，將會隨著時間的延長而增加進而
負向影響到知識分享的行為意願（Blöte et al., 2019）。有此可推論當學習者進行情感反思時，將可
能導致持續分享意願的減低。因此，本研究提出在與持續分享意願相關的科學創作競賽中，進行或
避免分享知識的主動性受到認知因素與情感因素所影響。以 Kahneman所提思考雙重歷程理論將知
識分享分為認知反思及情感反思；本研究擬探討參與者在點子科學競賽時，知識分享與持續分享意
願之間的關係，其假設如下：

H4：快速回饋與持續分享意願具有顯著正相關。
H5：認知反思與持續分享意願具有顯著正相關。
H6：情感反思與持續分享意願具有顯著負相關。

（三）合作態度與持續分享意願之關係
同儕在線上知識分享僅限於向他人提供知識的行為，意即僅交換資訊及知識，而無需考慮未來

是否就這些資源內容進行更進一步的合作（Asterhan & Bouton, 2017）。但在專題製作的團隊合作中，
知識分享可以被認為是同儕將自己的知識提供給其他人的一種形式，本質上是一種合作行為，可以
為未來的專題製作持續進行改善（Hong et al., in press）。也就是說，在與同儕進行專題設計時，他
們將努力遵循未來分享知識的意願。而亦有類似研究顯示，合作互惠是組織成員之間相互交換關係
的結果，當學習者能夠從合作中獲得的獲益越多，投入該行為的意願就越高（Hau et al., 2013），
與此可推論，當學習者進行認知反思後，瞭解到自身的知識分享有助於團隊發展時，將會增加持續
進行知識分享的意願。故對於合作態度越高的學習者而言，可能會越願意進行知識分享以及願意持
續地分享知識。Bidegaina與 Lukas Mujika（2020）認為學生的態度會影響他們的科學表現。因此，
本研究將個人特質集中在合作態度上，特別是態度與表現之間對於競爭狀況的調節關係。因此，本
研究提出合作態度與持續分享意願之假設如下：

H7：合作態度與持續分享意願具有顯著間接正相關。

二、研究情境

臺北市「點子科學競賽」係分為國中組與國小組二個團隊進行競賽，參與學生為臺北市的國中
八年級、九年級學生及國小五年級、六年級學生，而此競賽每年設定一項科學主題，並於競賽現場
中提供 10至 15件的競賽題目，讓參賽隊伍在競賽當日於現場進行題目抽籤，而所抽出的題目，參
賽者須使用競賽會場所提供的限定材料，並在競賽時間內完成作品；因此，團隊須合作協力完成一
項「解決生活問題之工具」作品，參賽組別並須於評審作品評分時，除展示外，亦須針對團隊所設
計的作品，如何解決現實生活的問題，進一步深度介紹及解說、示範應用與回應評審問答，而 2018
年的主題為「向科學經典致敬」，此主題乃係針對古今東、西方之經典科學家所提出的科學原理、
原則與科學概念進行作品創作（臺北市國民教育輔導團，2018b）。是以，此項競賽中，分別體現
探究與實作及 STEAM的應用整合性知識的精隨，並從中讓參與者進行知識分享的相關因素。

三、研究參與者

本研究採用立意取樣進行抽樣，參與者是參加 2018年臺北市第五屆點子科學競賽的臺北市國
中小學生。本研究邀請參與點子科學競賽的選手填寫問卷，共收集 219份問卷，初步刪除填答缺
漏及作答同一選項的問卷，因此回收 169份有效問卷，有效回收率為 77.2%，其中男性有 102人
（60.4%），女性有 67人（39.6%）；而國小有 94人（55.6%），國中有 75人（44.4%）；五年級
有 35人（20.7%），六年級有 59人（34.9%），八年級 42人（24.9%），9年級有 33人（19.5%），
平均年齡為 12.189歲（標準差為 1.554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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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Westland（2010）指出潛在變量之間相關性的估計拒絕率取決於樣本數大小，樣本數最低
標準應由公式來計算，其公式為「n≧（50r2 - 450r + 1100）」，n為樣本數，r為潛在變項的構面
題目數，當潛在變項的題目數越多時，樣本數的要求則越低。而本研究依Westland所提公式進行
檢視，本研究各潛在變項中，最少的題項數為 4題，故以 r為 4套入公式，「n≧（50*（42） - 
（450*4） + 1100）」，計算顯示「n≧ 100」，故本研究至少需要達到 100筆以上的有效樣本數才
符合Westland所提要求，而本研究的有效資料為 169筆，符合建議標準。

四、測量問卷

本研究採驗證性研究，問卷內容參考先前過去研究與相關理論進行設計，並經由 2位科學教育
領域專家審查，評論其可讀性和內容有效性，以檢驗問卷的表面效度；資料蒐集後再進行題項及構
面之信度與效度考驗，而問卷計分方式以 Likert 5點量表（1到 5表示非常不同意至非常同意）作
為評量標準。
（一）合作態度
本研究根據 Ajzen（ 1991）所提的態度定義，編制合作態度量表，共計 11題，以衡量參與者對

於合作態度的信念程度，如：當夥伴遇到問題時，我願意撥空幫忙。
（二）知識分享
本研究參考與修編 Hong等人（2004）的知識分享量表，其中包含快速反饋、認知反思、情感

反思等 3個子構面，每個子構面有 5題，以衡量參與者對於知識分享的傾向程度，如：快速反饋：
我想到什麼，我容易馬上講出自己的意見；認知反思：我想到什麼時我會先在腦海中，自己解釋點
子的合理性，我才會表示自己的意見；情感反思：我想到什麼時我會先在腦海中，想一下講出來會
不會被否定，才表示自己的意見。
（三）持續分享意願
本研究修編 Huang等人（2016）的持續分享意願量表，共計 5題，以衡量參與者對於持續參與

競賽的意願程度，如：未來我仍會選擇參加可以進行團隊知識分享的活動。

結果

一、項目分析

Hamdan等人（2011）指出在驗證性研究，對量測問卷的項目、構面須進行效度、信度分析。
依此，本研究以一階驗證因素分析做內部效度分析以進行刪題；另以每題項之檢定來分析項目
本身的外在效度。而本研究題項的內部效度分析以一階驗證性因素分析進行，x2/df數值應小於
5，RMSEA 指標值應小於 .1， GFI與 AGFI指標值應高於 .8，同時當題項的因素負荷量（factor 
loading, FL）數值有小於 .5時，則須從原有構面中刪除（Hair et al., 2018; Kenny et al., 2015）；本研
究刪題結果為合作態度從 11題刪至 6題，快速回饋從 5題刪至 4題，認知反思從 5題刪至 4題，
情感反思從 5題刪至 4題，持續分享意願從 5題刪至 4題。

二、構面信度與效度分析

Hair等人（2018）提出內部一致性信度（Cronbach’s α）應大於 .7值，而組合信度（Composite 
reliability, CR）值應超過 .7，而本研究 Cronbach’s α值介於 .83至 .94，CR值介於 .84至 .94，本研
究問卷符合建議標準，如表 1所示。

Hair等人建議 FL值應超過 .5，低於此數值之題項應篩除，本研究之各題項皆符合學者建議建
議之標準，其中合作態度的 FL值介於 .66至 .83，快速回饋的 FL值介於 .68至 .80，認知反思的 FL
值介於 .79至 .83，情感反思的 FL值介於 .63至 .88，持續分享意願的 FL值介於 .87至 .91，如表 3
所示；Hair等人（2018）各構面的（Averaging variance extracted, AVE）值應大於 .5才表示該構面
具收斂效度，而本研究的 AVE值介於 .56至 .79，如表 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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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題項之信度與效度分析

題目 M SD FL

合作態度 M = 4.14，SD = 0.68，Cronbach’s α = .90，CR = .89，AVE = .57

CA1 4.24 0.86 .74

CA 3 4.33 0.79 .83

CA 5 4.01 0.81 .66

CA 8 4.15 0.81 .77

CA 9 4.09 0.84 .80

CA 11 4.04 0.87 .72

快速回饋 M = 3.90，SD = 0.70，Cronbach’s α = .83，CR = .84，AVE = .56

AR1 3.89 0.87 .75

AR 2 3.72 0.89 .77

AR 3 3.83 0.85 .80

AR 4 4.06 0.84 .68

認知反思 M = 4.04，SD = 0.76，Cronbach’s α = .89，CR = .89，AVE = .66

RR1 4.08 0.88 .79

RR 3 4.11 0.89 .81

RR 4 3.93 0.85 .82

RR 5 4.00 0.91 .83

情感反思 M = 3.75，SD = 0.76，Cronbach’s α = .86，CR = .86，AVE = .61

ER1 3.85 0.88 .63

ER3 3.62 0.91 .80

ER4 3.83 0.89 .80

ER5 3.69 0.93 .88

持續分享意願 M = 4.03，SD = 0.80，Cronbach’s α = .94，CR = .94，AVE = .79

CIS1 4.05 0.85 .90

CIS 2 3.96 0.95 .91

CIS 3 4.12 0.82 .87

CIS 4 4.00 0.86 .88

三、整體適配度分析

當研究模式具有良好的模型適配度時，即代表模式具有建構效度。相關學者對於各項擬合指標
的建議值為 c2/df須小於 5（Hair et al., 2018），RMSEA應小於 .1，而 GFI、AGFI、NFI、NNFI、
CFI、IFI與 RFI應大於 .8（Abedi et al., 2015），PNFI與 PGFI應大於 .5（Hair et al., 2018）。而本
研究的擬合指標值分別為 c2 = 258.1、df = 203、c2/df =1.27、RMSEA = .04、GFI = .88、AGFI = .85、
NFI = .90、NNFI = .97、CFI = .98、IFI = .98、RFI = .88、P0NFI = .79、PGFI = .71，顯見本研究模
是具良好的模型適配度。

四、驗證研究模式

在本研究中以合作態度作為潛在自變項，以三種類型的知識分享與持續參與意願等作為潛在依
變項。在經由 AMOS 20.0統計軟體進行 SEM分析後，直接效應的分析結果顯示，合作態度與快速
回覆具有正相關（β = .57***, t = 5.99, ***p < .001），合作態度與認知反思具有正相關（β =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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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 6.18, ***p < .001），合 x續分享意願不具相關性（β = .13, t = 1.75, p > .005），認知反思與持續
分享意願具有正相關（β = .61***, t = 7.24, ***p < .001），情感反思與持續分享意願具有負相關（β 
= -.32***, t = -4.17, ***p < .001）。
另外，Hair等人（2018）表示，當解釋力（coefficient of determination, R2）的數值為 .25時即代

表達到較弱的可解釋程度，R2為 .5時則代表達到中度的可解釋程度，而 R2為 .7代表達到強烈的可
解釋程度。而本研究的分析結果為合作態度對快速回覆的解釋力為 33%，f 2為 .49，合作態度對認
知反思的解釋力為 31.3%，f 2為 .46，合作態度對情感反思的解釋力為 1.1%，f 2為 .11，快速回覆、
認知反思與情感反思對持續分享意願的解釋力為 45%，f 2為 .82，如圖 2所示。

(t = 6.18)

圖 2　驗證研究模式
***p < .001.

五、間接效應分析

本研究以合作態度作為潛在自變項，快速回饋、認知反思、情感反思等三種類型的知識分享作
為中介變項，持續分享意願作為潛在依變項進行間接效應分析。本研究的間接效應分析結果顯示，
合作態度與持續分享意願具有間接正相關（β = .31**），如表 3所示。

表 3　間接相關分析

構面 合作態度

β 95% CI

持續分享意願 .31** [ .17, .45]

**p < .01.

討論

合作態度有助於確保多位成員之間專注於相同或非常相似的事物（Hall et al., 2012），而研究
結果顯示本研究的參與者在點子科學競賽中擁有正向的合作態度（M = 4.14, SD = 0.68），在三個類
型的知識分享部分，快速回饋是指當個體想到某些點子要進行分享時，會不經任何思考就直接講出
來（Hong et al., 2004），而研究結果顯示本研究的參與者擁有正向的快速回饋之知識分享行為（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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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0, SD = 0.70），認知反思概念是當個體想到某些想法要進行分享時，會先在腦中思考後再講出
來（Hong et al., 2004），而研究結果顯示，本研究的參與者擁有正向的認知反思之知識分享行為（M 
= 4.04, SD = 0.76），情感反思的概念是當個體想到什麼想法時，會先思考一下講出來會不會被他人
取笑後再講出來（Hong et al., 2004），而研究結果顯示本研究的參與者擁有正向的情感反思之知識
分享行為（M = 3.80, SD = 0.76），持續意願是個體繼續將時間、金錢與資源投入到特地任務中的行
為趨勢或傾向（Korzaan & Morris, 2009），而研究結果顯示本研究的參與者在點子科學競賽中，擁
有正向的持續分享意願（M = 4.03, SD = 0.80）。從社會互動動機論而言，每個人對合作都有不同
的態度，又因人們的思維系統在選擇或適應解決任務的方式，或知識分享的性質方面存在個體差異
（Stroh, 2015），因而本研究的模式之相關驗證如下：

一、合作態度與知識分享具有正相關

Salim等人（2011）表示知識乃係幫助人們獲得競爭優勢的主要來源，所以在合作學習期間，
學生會透過有系統、組織化的去整理知識及分享知識，並向同儕學習優點（Shimazoe & Aldrich, 
2010）。從特質活化理論，Willard與 Duffrin（2003）認為當學生擁有良好的團隊合作態度時，將
有助於學習者提升團隊溝通、及解決問題的能力。Cummings（2004）表示當參與者擁有良好的合
作態度時，可能會更願意在團隊合作時，進行正向的知識分享。若沒有良好的合作態度，將無法帶
來良性的知識分享行為，所以擁有良好的合作想法與合作文化將是個人及團體間進行知識分享的重
要先決條件（Goh, 2002; Alsharo et al., 2017; Llopis & Foss, 2016; Muller, 2014）另外，Alsharo等人
（2017）、Llopis與 Foss（2016）、Mueller（2014）研究發現，參賽者的合作態度會影響不同類型
的知識分享行為。但本研究結果顯示，在進行點子科學競賽中，參與學生的合作態度與三種類型的
知識分享（即快速回覆、認知反思及情感反思）皆顯示具有正相關，與相關研究的研究成果未完全
呼應。

二、知識分享與持續分享意願具有部分正相關

本研究結果顯示的快速回饋對持續分享意願不具相關性。此結果可以從 Eccles等人（1983）所
提期望價值理論（expectancy-value theory, EVT）的觀點來解釋。當人們認為某一行為具有價值時才
會願意付出行動（Dietrich et al., 2017），也因為不是所有分享的資訊或知識都具有意義或價值，所
以當知識缺乏價值時，也將會影響成員的持續分享意願。故當學習者在執行預定行為之前，會先思
考是否有其價值，如果知識不具價值，則會減少行為的付出。由此可推論，未經思考就直接分享知
識的行為，意即快速回饋的知識分享行為，將不會讓人想要持續地進行此行為。Hsu等人（2007）
認為參與者對於其他成員分享知識的意願受到期望結果的概念，未加以思考的快速回饋的知識分享
類型，可能不會讓人想要持續進行。呼應前述研究，本研究結果顯示，在進行點子科學競賽中，參
與學生的快速回覆知識分享顯示和持續分享意願無顯著相關。

Scuotto等人（2020）即表示基於知識分享前提條件之影響下，知識分享行為可有效驅動知識分
享意願，而 Tamjidyamcholo等人（2013）的研究發現，當組織成員發現知識分享行為對所屬團隊
非常重要且有所助益時，他們將會持續地進行知識分享。另外，Cheung等人（2013）的研究進一
步發現，當參與者發現自己透過具有邏輯的分享，促使較能夠為組織內其他成員提供貢獻時，持續
分享知識的意願將會隨之提高。這也符合認知反思與持續分享意願具有正相關的研究結果。另外，
Lin（2007）也表明，成員若擁有幫助同儕想法，將會強烈地影響他們對知識分享的行為與分享意願。
Pellegrino與Musy（2017）指出競賽任務需要匯聚來自不同的專業知識，故經由合理性思考後之分
享行為，可以為參賽者帶來益處。Brown（2013）亦指出，更好地理解個人分享的想法與投入以激
發或形成分享價值及強化分享意願之間的關係。與相關研究的研究成果相互呼應，本研究結果顯示，
在進行點子科學競賽中，參與學生的認知反思知識分享顯示和持續分享意願正相關。
另外，本研究的分析結果顯示，情感反思與持續分享意願具有負相關。這可以從焦慮不確定感

管理理論（Gudykunst, 1988）的觀點來看，焦慮與不確定別人的反映，會影響個體的進行人際或群
體的交流行為。進一步而言，Presbitero與 Attar（2018）認為以焦慮不確定感管理理論（Gudykun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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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8）來解釋，假設學習者無法準確預測同儕的態度與行為時，他們將無法進行良好的知識分享。
Blöte等人（2019）明確表示當學習者出現害羞分享知識的情況時，將會負向的影響到知識分享的
意願。High與 Caplan（2009）表示渴望獲得良好的人際印象，反而讓自己增加更多的焦慮感受，
進而導致缺乏自我表現的自信，因而產生迴避行為來應對自己的社交焦慮（Van Zalk et al., 2011）。
因此，當參與者出現過多的情感反思的知識分享行為時，可能會導致過度的焦慮感受，進而負向地
影響到持續分享的意願。呼應前述研究，本研究結果顯示，在進行點子科學競賽中，參與學生的情
感反思知識分享顯示和持續分享意願負相關。

三、合作態度對持續分享意願具有中介效果

Asterhan與 Bouton（2017）的研究顯示，學生在進行線上知識分享時，僅限於向他人提供知識
的行為，意即僅有交換資訊及知識，但不用考慮未來是否就這些資源內容進行更進一步的合作。也
就是說，就算有良好的合作態度與知識分享行為，但不一定會促進持續分享的意願；但Hong等人（in 
press）的研究發現，在專題製作的團隊合作中，知識分享可以被認為是同儕將自己的知識提供給其
他人的一種合作行為形式，此行為模式可以為未來的專題製作持續進行改善，也就是說，在與同儕
進行專題設計時，要不斷的改進，參與者未來要不斷分享知識。此外，Hau等人（2013）研究顯示，
合作互惠是組織成員之間相互交換關係的結果，故當學習者能夠從團隊合作中獲得越多的益處時，
投入該行為的意願就越高。如，Bidegaina與 Lukas Mujika（2020）認為學生的態度會影響他們的科
學表現；故對於合作態度越高的學習者而言，也將會越願意進行知識分享以及願意持續地分享知識。
基於特質活化理論和社會分享動機理論，本研究發現，合作態度與持續分享意願具有正向間接關係，
符合 Hong等人及 Hau等人所提觀點。

結論與建議

一、研究結論

合作學習已在世界各地的學校中被廣泛應用，合作學習的使用已遍及教育領域，且幾乎遍及世
界任何地方（Johnson & Johnson, 2009），而從社會心理學的角度出發，偉大的成功案例是廣泛使
用合作學習（Johnson & Johnson, 2002）。如科學實驗室的團隊學習，為學生之間的各種互動創造
機會（Raviv et al., 2019），成員之間有效的知識分享已成為組織參與競爭時的必要條件及核心要素
（Huang & Huang, 2012; Keszey, 2018）。
臺灣的科學展覽及競賽歷史悠久，可追溯到 1960年（民國 49年）（馮桂莊，2006），科學競

賽發展至今每年亦辦理許多的相關競賽活動。在競賽的歷程中，除既有的參賽主題外，仍有許多正
向效益，如團隊合作與知識分享等等。因此，如何有效的以競賽活動，為來促進學生的學習是重要
課題，而在過去有關科學競賽的相關研究中，此部分是較少被探討的。故本研究以此方向針對 2018
年點子科學競賽進行實證研究。
此外，學者們認為持續不斷的知識分享行為很重要，但是對於影響這種持續行為之的理解仍然

有限（Hashim & Tan, 2015）。基此，本研究經由社會相互依賴理論的觀點進行驗證，而研究結果
也呼應 Tarricone與 Luca（2002）表示正向的相互依賴是成功的團隊環境的重要元素，它可以發揮
每個人的最大才能，並使團隊能夠以比個人更高的水平實現目標。三種類型的知識分享，僅有認知
反思對持續分享意願具有正相關，而快速回饋對持續分享意願不具相關，情感反思對持續分享意願
具有負相關。也即目標的挑戰性會影響知識享的意願。
研究結果可見，雖然合作態度對於快速回饋、認知反思、情感反思等三種不同思考類型的知識

分享行為皆呈現正相關，但不同思考類型的知識分享行為，卻不一定會促進持續分享的意願。因此，
基於團隊合作的活動中，應設法提升參與者們認知思考類型的知識分享行為，並減少基於情感反思
的知識分享行為，這將有助於知識的傳遞效應，進而為學習者帶來更有意義的活動學習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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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貢獻

（一）理論性貢獻
知識分享研究及實踐的主要目標是促進團體成員之間有效的知識流動（Tagliaventi et al., 

2010），而近年來越來越多研究人員對探索推動成員分享知識的因素感興趣（Cheung et al., 
2013）。從許多實證研究可知，知識分享對合作創作有很多好處（如 Hasan et al., 2019; Johnson et 
al., 2007; Raviv et al., 2019）。本研究首先提出知識分享三型態（快速回應、認知反思、情感反思），
延伸自 Kahneman（2003）的思考雙重歷程理論（自動回饋及反思回饋）來檢視持續分享的意願。
這三種知識分享型態是可做為未來在研究團隊合作創作時提升知識分享效果的參考。
（二）實務性貢獻
對於學習者的知識分享行為相關研究之比例相對較少，尤其是在競賽活動的知識分享更屬少

數。時值國際教育發展趨勢及國內進行 108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之興革，其重視學生探究
與實作、培養主動探索與團隊合作之際；類似點子科學競賽以提供學生共同合作解決問題的教育活
動，知識分享確具無可取代的重要。因此，本研究的結果可有助於基於團隊合作的競賽中，知識分
享的行為模式與持續意願將有助於擴展對於合作學習的理解。

三、研究限制與未來方向

根據 Shadish等人（2002）對研究結果的有效推論，研究的發現常和樣本的特性，與填寫問卷
或測試的時間點或環境，有不同的結果，亦即結果的推論是有所限制。而本研究的路徑分析顯示合
作態度愈高的參與者其三種知識分享的傾向也愈高。因而，此結果在基於 Shadish等人的觀點下，
也只能推論這群參加點子科學的學生。是以，未來可以將本研究的工具、模式應用於不同的競賽活
動（如全國中小學科學展覽會）中的參與者，來驗證合作態度對於快速回饋、認知反思、情感反思
等三種類型的知識分享構面間的相關性是否有所差異。
本研究工具在題項及構面之信、效度皆符合統計的要求，但 Shadish等人（2002）在研究限制

也提到填答者對研究問卷題目的理解力也影響研究結果的效果。而本研究的研究構面包括合作態
度、知識分享的型態及持續分享的意願，這些研究問卷題目對國小五、六年級參與者雖然是各校的
科學優秀學生，其語言推理能力是否和國中生一致而影響其填答的信心是值得進一步研究。是以，
建議未來應可透過更細部的研究樣本的探討，來瞭解與持續分享意願之間的關係，進而擴大對於知
識分享行為的瞭解。

Dong等人（2016）提出動機能夠解釋指導人們從事某些行為的驅動力和意義。但在本研究中，
並未探討動機對於知識分享行為及對於持續分享的影響性，故在後續研究中，可以透過如自我決定
動機理論來進行更進一步的探討在知識分享的作用。另外，Wang等人（2016）認為在知識共享的
情況下，自我效能是個人的信念或與他人共享的內容是準確的看法，可以幫助他人解決問題，並有
助於改善組織中的當前狀況。由此可見知識分享的自我效能可能是影響知識分享行為的重要因素之
一，但在本研究中亦未將其納入探討，故在後續研究中，可以將知識共享的自我效能作為潛在自變
項進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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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原始問卷

編碼 內容

CA 合作態度

CA1 夥伴有問題可以随時找我幫忙。

CA 2 當夥伴尋求幫助時，我會立即回應。

CA 3 我會提供夥伴訊息，好讓他 (她 )可以做出好決策。

CA 4 縱使夥伴的作法不是我喜歡的我仍會尊重。

CA 5 我會誠實地指出夥伴的錯誤避免他的狀况愈不好。

CA 6 我會協助夥伴作答或計算。

CA 7 我對夥伴的情緒反應很敏銳，知道他不高興就停止說到他。

CA 8 我可以接受夥伴所規劃的策略。

CA 9 當夥伴遭遇困難時，我會鼓勵他們說出來。

CA 10 我從第三人 (他／她 )的角度來思考問題，讓我能更加明白別人的觀點。

CA 11 在有限的時間，能有效地做好人力與時間分配，進行點子科學創作。

AR 分享點子：快速回饋

AR1 我想到什麼，我容易馬上講出自己的意見。

AR 2 若別人的意見有錯誤，我會馬上點出。

AR 3 別人的意見和我的不一樣，但覺得我的意見比較有道理，我會馬上再表示自己的想法。

AR 4 我不會因輩分不高就不表達想法，想到什麼我仍會表示自己的意見。

AR 5 我很樂意直接表示自己的想法，把我知道的事情都說出來。

RR 知識分享：認知反思

RR1 我想到什麼時我會先在腦海中，自己解釋點子的合理性，我才會表示自己的意見。

RR 2 我想到什麼時我會先在腦海中，想一下點子的細節，我才會表示自己的意見。

RR 3 我想到的建議我會先在腦海中，想一下建議可不可以實行，我才會表示自己的意見。

RR 4 我想到的建議我會先在腦海中想一想，如果比其他人的意見周延，我才會表示自己的意見。

RR 5 我想到的點子，我會先在腦海中，想一下是否適用條件，才講出來。

ER 知識分享：情感反思

ER1 我想到什麼時我會先在腦海中，想一下講出來會不會被否定，才表示自己的意見。

ER2 我想到什麼時我會先在腦海中，想一下講出來會不會被與他人比較，被搶風采，才表示自己的意見。

ER3 我想到什麼時我會先在腦海中，想一下講出來會不會被加油添醋，才表示自己的意見。

ER4 我想到什麼時我會先在腦海中，想一下講出來會不會有人認為太臭屁，才表示自己的意見。

ER5 我想到什麼時我會先在腦海中，想一下講出來會不會有人認為是在惹事生非，才表示自己的意見。

CIS 持續分享意願

CIS1 未來我仍會選擇參加可以進行團隊知識分享的活動。

CIS 2 不管這次比賽結果是否滿意，我仍會想與隊友分享我的所知。

CIS 3 縱使我所貢獻的知識不多，但我仍會想分享我所知的資訊。

CIS 4 下一次比賽時，團隊若還需要我所會的知識，我願意與他們進行分享。

CIS 5 總之，在參加科學競賽時，我仍會想跟隊友分享我所知的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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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th science, technology, engineering, arts, and mathematics (STEAM) education in full swing worldwide, several science 
competitions based on STEAM have sprung up. One is Maker-Highlight-STEM&A, a competition sponsored by the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of the Taipei City Government, which involves STEAM learning and creativity through hands-on skills. In Maker-
Highlight-STEM&A project making, knowledge sharing is crucial for seeking approaches to solve problems. Participants must 
know how to collaborate with each other and have a positive collective attitude to knowledge sharing to achieve the team’s 
goals. In particular, in the competition, the project topic is given on the spot, which encourages participants to share their 
knowledge and discover new ideas while creating project functions and improving their project quality, thereby helping them 
win the competition. Extending Kahneman’s (2003) dual process system, which states that automatic and reflective responses 
exist in knowledge sharing, we divided reflective responses into rational and emotional responses based on the cognition-
affection model. To analyze the role of the three types of knowledge sharing, this study explored cooperative attitude as their 
antecedent and continuous intention as their predictor. In the highly competitive environment of Maker-Highlight-STEM&A, 
knowledge sharing in teamwork is crucial to win the competition; however, few studies have examined the correlation among 
cooperative attitude, knowledge sharing, and continuous intention to share knowledge. Because self-identity can foster 
attitudes toward a behavior in relation to the intention to perform that behavior, the present study considered the self-identity of 
participants in three types of knowledge sharing to predict their continuous intention to share knowledge in the competition.

Group interactions can affect people’s motivation to share their knowledge. Thus, this research built a research model 
extended from trait activation theory and social sharing motivation theory. With cooperative attitude as an independent variable, 
knowledge sharing as an intervening variable, and continuous sharing intention as a dependent variable, we proposed the 
following six research hypotheses:

H1: Cooperative attitude is positively associated with autonomous response.
H2: Cooperative attitude is positively associated with rational reflection.
H3: Cooperative attitude is positively associated with emotional reflection.
H4: Autonomous response is positively associated with continuous sharing intention.
H5: Rational reflection is positively associated with continuous intention to share knowledge.

Bulletin of Educational Psychology, 2020, 52(2), 437–458
National Taiwan Nommal University, Taipei, Taiwan, R 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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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6: Emotional reflection is negatively associated with continuous sharing intention.
The purposive sampling technique was used in this research wherein all participants in the 2018 Maker-Highlight-

STEM&A were invited to fill out a questionnaire survey. A total of 219 questionnaires were collected, of which 50 invalid 
questionnaires (with incomplete data) were excluded, leaving 169 effective samples for an effective rate of 77.2% and including 
102 male (60.4%) and 67 female (39.6%) respondents.

By performing the first-order 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is, questionnaire items with lower factor loadings were deleted. 
Then, the reliability and validity of the questionnaire constructs were tested to ensure they met the thresholds of statistical 
standards. Model fit and path analyses were performed to verify the research model.

When performing the first-order 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is to evaluate the internal validity of items in each construct, 
items with residual values over 0.5 should be removed from the original questionnaire (Hair et al., 2018). In the original 
questionnaire, there were 11 items for cooperative attitude; five each for autonomous response, rational reflection, and 
emotional reflection; and five for the continuous sharing intention construct. Of the remaining items, those for cooperative 
attitude were reduced from 11 to six; those for autonomous response, rational reflection, and emotional reflection were reduced 
from five to four each; and those for continuous sharing intention were reduced from five to four. Exemplary items included 
“If my teammates have trouble shooting, I will help him or her right away” for measuring the cooperative attitude construct, 
with CR = .89 and Cronbach’s α = .90; “If any idea comes to my mind, I speak out right away” for measuring the automatic 
response construct, with CR = .84 and Cronbach’s α = .83; “If any idea comes to my mind, I determine whether it is rational 
before speaking out” for measuring the rational reflection response construct, with CR = .89 and Cronbach’s α = .89; “If any 
idea comes to my mind, I think about whether it will be rejected before I speak out” for measuring emotional reflection, with 
CR = .86 and Cronbach’s α = .86; and “I would like to continuously share knowledge in this type of contest in the future” for 
measuring continuous sharing intention, with CR = .94 and Cronbach’s α = .94. The CR and Cronbach’s α values were above the 
threshold suggested by Hair et al. (2018), indicating that the composite reliability and internal consistency of the questionnaire 
were acceptable.

In this research, having a cooperative attitude was the independent variable, the three different types of knowledge sharing 
were mediating variables, and continuous sharing intention was the dependent variable. Data were analyzed and tested using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with AMOS 20.0. The results of the data analysis revealed that cooperative attitude was positively 
associated with autonomous response, rational reflection, and emotional reflection. Moreover, autonomous response was 
negatively associated with continuous sharing intention; rational reflection was positively associated with continuous sharing 
intention; and emotional reflection was negatively associated with continuous sharing intention.

Throughout the competition, there were numerous benefits for participants apart from the purpose of the competition itself, 
including teamwork and knowledge sharing. Despite the fact that it is important to know how to effectively improve students’ 
knowledge sharing through such events, it has seldom been mentioned in research related to science competitions; hence, we 
conducted an empirical study targeting the 2018 science competition. The research results revealed that all three knowledge 
sharing types, namely autonomous response, rational reflection, and emotional reflection, played a positive predictive role in 
cooperative attitude. Emotional response and automatic reaction played a negative antecedent role in continuous intention to 
share knowledge. In line with the Chinese saying “thinking three times before taking action,” we should focus on knowledge 
sharing from rational reflection and deactivate knowledge sharing from emotional reflection and automatic response to improve 
knowledge transmission effects for participants to experience a more meaningful STEAM process.

Remarkably little research has been conducted on learners’ knowledge sharing behavior in school and even less on such 
behavior in competitions. This research revealed that a competition involving teamwork, the behavioral model of knowledge 
sharing, and the intention of continuous sharing can be expanded to understand cooperative learning in any other STEAM-
related contests. In addition, this study proposed three different types of knowledge sharing (i.e., autonomous response, rational 
reflection, and emotional reflection) extended from Kahneman’s dual-process theory (intuitive feedback and reflective feedback) 
to review continuous sharing intention. These three knowledge sharing types could be a reference for future research teams to 
improve knowledge-sharing effects in other cooperative settings.

Onsite team competitions promote cooperative opportunities for participants to develop their attitude to collaborative 
work and knowledge sharing in rational reflection. Cooperative attitude development is essential for meeting the requir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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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new 108 curricula. In line with this, other types of science or STEAM contests can integrate onsite activities to ensure that 
participants must work collaboratively to win the contest. In particular, National Science Fair or Science Olympic contests 
can be implemented with trouble shooting onsite, in which effective knowledge sharing can be embedded along with project 
making. 

Keywords: continuous intention, cooperative attitude, knowledge sharing, hands-on science 
competition


